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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不太规范，使得在误差之外还增加了人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信度。另一方面，

不少社会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和统计理论还比较生疏，导致对许多数据的分析流于表面，无形中浪

费了宝贵资源。近几年来，在国际社会学界的资助下，国内已举办过三次高级统计方法班，邀请

海外华人学者向大陆同行介绍社会科学统计方法，这有助于帮助国内学者缩小在方法上的差距。

笔者在此还想提出的是，与美国、欧洲的社会学界相比，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尚未建立起资源共

享的公共数据库，以推动定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实践。这也是未来几年内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切实从实际出发  建设好中国的社会学 
 

谢遐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费老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五届潘光旦纪念讲座的上和在吴江宾馆举行的 90 大寿庆祝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过回顾和体会》，是一篇重要文献。这篇文章回顾了费

老领导重建社会学学科的二十年，指出我国社会学界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文

章涉及内容广阔，不少问题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领会。如文中说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有个大问题，

就是“把人只当客观事物来处理还不够”，只觉得十分重要，非常正确，但欲说其详，就不太说

得清楚，感到还要学习、体会。所以，这里仅就两个感触较深的问题谈点体会。 

第一问题，就是要补课。费老在文章中反复叮咛，不厌其详，可见其重要。“补课”本来是

邓小平同志针对要重建社会学学科说的，但二十年后的现在有了新的意义。费老指出，研究社会

学的教师们也须补课。我本人的体会是，今日中国的社会学远远没有成为“显学”，因而未能充

分发挥其认识和影响社会的功能。之所以社会学在我国尚未成为显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社会

学有个了解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学研究者自己功夫不到。大量问题还没有研究明白。例如

费老举出的，中国特点具体表现怎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就需要我们经过艰苦研究而后把

它讲清楚。 

社会学本来就是年轻的学科，传入中国时间不长，又中断了二十多年，空白面很大，要做的

工作很多，困难大，余地也很大，很有前途。许多理论对我们国家的建设直接有参考价值，但我

们虽然知道它们却无动于衷，因为还没有真正理解，没有弄懂。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一书中说，“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们也根本不

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

方之外从未存在过。同样，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

的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这一理论中的关键词“理性”应作何理解，至今不清楚。因而作了大

量调查，却忽视了不少重要变量，已经收集到的数据也未能看出其意义。理论不清楚，实证研究

就很难深入下去，调查工作呈现盲目性。 

费老要求把中国特点是什么讲清楚，我的理解，是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住中国社会。不是

这里戳一枪、那里戳一枪，而是要求有个总体的把握、并且必须是搞清具体表现的基础上有总体

把握。对比这一要求，我深感自己距离很大，须加紧努力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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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一定要坚持社会学的实证原则，切实地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创造出社会学

的中国学派。我体会，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费老指出，“我们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少，缺乏系

统科学的认识”。准确、深刻地提醒我们要丝毫不懈怠地努力。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

在对中国社会很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故此不可避免地会走很多弯路。社会学承担着沉重的使

命，要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要贯彻社会学的实证原则于各门社会科学，真

正切实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才能为我们祖国做出贡献。不坚持实证

研究，凭想象提出各种主张，会损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实证原则之重要性超出社会学学科，而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它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原理在社

会学学科中的具体表现。总的精神是实事求是。回顾我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历程，深深感到偏离

实事求是原理的力量是何等地大！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偏离实事求是原理，都是没有真正

从实际出发。我感到，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雷洁琼、家师徐雍舜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一直坚

持的实证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夸夸夸其谈的空疏作风盛行。或许，

时“左”时右在学风方面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实证精神。“空谈误国”非虚言也！ 

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论十分重要。费老指出，中国的社会研究早先没有把人作为客观对象看

待，到五四时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才有了新局面。而社会学自引进之初就提倡“本土化”、“中国化”。

费老说，“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既要科学化，又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费老认为，

第一条要坚持的仍然是五四时期引进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性。 同时，他又特别强调，

时至今日，科学地、单纯把社会当作客观事物研究的路数是不足的。这里不仅是继承中国文化传

统的问题，费老把问题提得更广阔，认为这是“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问题”，指出了其普遍

意义。这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要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土壤，

理性主义思路恐怕是不够的。费老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谈到叩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之道。联系到费

老复旦大学潘光旦纪念讲座致辞时讲到的潘光旦先生的“位育”概念。那个概念在用语上源出《中

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今天仍然行之有效。

这就说明中国社会的研究，单用理性主义思路不够的，费老既认为，第一要坚持理性主义、实证

主义的科学性，又认为要注意另外一面（我体会就是单用理性主义科学作风不够），很全面地阐

明了今后中国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应注意的倾向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处辉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及问题的看法 

如果从康有为 1891年在广州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之教学大纲中始有“群学”作为社会学传入

中国的开始时间，中国社会学至今已有 108年历史：如果从第一本社会学著作在中国出版，即 1902

年章太炎所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在中国出版算起，也已有 97 年的历史（严氏译


